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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05、2015 以及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混合线性回归等方法探讨 2005至 2015 年间人口流动对于中国人
信任结构的重塑，以及户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可以发现: 社会转型期的人口流动改变了

人们的交往模式，促进了信任结构的变迁，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这一变迁在常住人口

与流动人口中有不同的表现。相对于 2005 年，2015 年常住人口的一般信任在上升，特殊
信任则不断下降，而流动人口的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在此期间都呈不断下降趋势。前人
关于现代化促进信任结构变迁的理论忽略了户籍制度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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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特殊信任与较弱的一般信任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韦伯通过对儒教与道教
的分析最早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信任是基于家庭和血缘关系的特殊信任，并没有发展出与西方社会类

似的一般信任［1］。后续研究者又借用“差序格局”“拟亲化”等概念来探讨传统中国社会人际信任的
结构特征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2－3］。进入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间逐渐式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的信任结构会随着社会转型而发生改

变呢?

社会转型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同步造成了国内发展程度的空间差异。为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
好的生活条件，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会大量涌入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人口流动的增加对于人们的
社会生活产生了两个影响: 一是极大地拓展了个体的交往半径，使得人们的交往对象不再局限于身

边的亲人、朋友; 二是将个体从熟人社会带入到一个以陌生人为主的社会，这就为不同阶层、背景的
个体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可能。交往带来信任，无论是交往半径的拓展还是交往对象异质性的增加都
对信任结构的变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否意味着人口流动作为一种影响机制也促进了中
国人信任结构的变迁?

户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分割制度。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来到大城市就业
并长期居留。由于缺少本地户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各种公共服务都受到限制，甚至会受到本地
人的歧视。歧视性经历对于个人信任的发展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4］。这是否意味着信任结构的变
迁存在户籍差异?

以往关于信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以上三个问题尚未得

到很好的回答。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5 年的数据提供了十年回顾板块，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
了机会。本文考察 2005—2015年间中国社会人口流动与信任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户籍制度
的调节作用。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现代生活很大程度上要建立在人们彼此间的信任之上。但是对于何为信任，不同学科却有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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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定义，或是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一种积极的态度，一种利益攸关的关系，一种决策，一种行

动，抑或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本［5－11］。这些对于信任的定义可以遵循两个维度进行划分，第一个维度
为理性选择的解释与非理性道德的解释，前者服从于结果逻辑，后者依照拥有逻辑［12］，第二个维度

则是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的区分，一般信任是指对于社会中一般他人或者说陌生人的信任，特殊信

任则是针对熟人、朋友、亲人的信任［13］。对于身边的熟人，无论东西方社会，都会得到人们较高程度
的信任。一般信任在不同的社会中则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个体对于社会中一般性他人的信任程
度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14－15］。然而，
中国人却保留着稳定而低度的一般信任［16］。对于这一现状，大多学者都将其归于中国传统文化。
( 一) 社会转型与信任结构的变迁

费孝通将“土”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特色［17］。农耕文明下的传统中国，土地对人们的生活
发挥着巨大作用。土地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其不可移动性，随之而来的是居于土地之上人的低流
动性。由于活动范围受限、交往对象单一，乡土社会中个人对于身边的人多是重复性交往，对于外界
的人则甚少有接触机会。如果一个人在与身边的人交往中失信，就会造成极大损失。一方面，导致
其声誉受损，受到礼俗社会的谴责，另一方面，周围的人很可能会与其中断交往，使其丧失社会网络

中的资源而在生活中寸步难行。与此不同的是，因较少有与外人接触的机会，乡土社会中的人与外
人的交往多为一次性买卖，自然难以产生信任。长此以往，农民的社会网络与信任结构都具有了差
序格局的特征，而且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呈现很强的同构性［18］。关系越近、互动越频繁，彼
此之间信任水平越高。翟学伟将这种信任称之为基于空间的格局关系，在一个不发生流动的社会
里，即使社会不强调信任，也可以确保同一空间格局内的个体彼此之间全方位的信任［19］，对于空间

格局外的人则体现出固有的不信任。到了现代社会，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人口流动，消解了传统乡
土社会的稳定性，人们的交往范围得到极大拓展，熟人社会开始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人们的交往方式

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稳定、长久、可预期的社会交往模式，逐渐被易变的、暂时的、匿名的交往模
式所取代。
交往模式的变化带来了人们信任结构的变迁。传统中国社会较低的流动性使得个人只能掌握

身边的人是否可信的信息，因此也只信任身边的强关系。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的交往对象与交
往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人口流动，人们不得不更多地与陌生人交往，这就为中国社会信
任结构的变迁提供了可能。
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相对于 2005年，2015年中国人的信任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 二) 人口流动与信任结构的变迁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农村地区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在市场经济和
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人们往往会通过迁移和流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人口流动带来的一
个结果就是人们进入了陌生的情境中，交往对象随之发生变化。信任往往发生在有联系的人之间。
在任何文化中人们都不大可能去考虑是否信任一个与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人［20］。即使是一般
信任也多是指在社会关系上与自己不是那么密切而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交往对象的改
变会对个体的信任结构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 一方面拓展个体的交往半径，增强其对于他人的一般

性了解，进而增强个体的一般信任，另一方面，交往范围扩大意味着个人社会网络中短暂性与不确定

性关系的增加，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反而会降低个体的一般信任。究竟哪种效应起作用则取决于个
人是否敢于将信任半径拓展到短暂性、不确定性强的交往对象，户籍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信任结构由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共同构成且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人口流动通过拓展人

们的交往半径改变了个体的一般信任，无论其上升还是下降都会改变人们的信任结构。
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个人所在地区流动人口越多，其信任结构改变越大。
( 三) 转型期户籍与信任结构的变迁

社会转型是影响信任结构变迁的主要社会力量，2005 至 2015 年间，中国社会处于转型加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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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其间多重并发的社会变化，一般信任理应存在重要的时期效应，而一般信任的发展会侵蚀特殊

信任存在的空间，一般信任的衰落同样会促进特殊信任的发展。因此，相对于 2005 年，2015 年中国
人的信任结构会因一般信任的改变而产生重大变化。同时，由于户籍这一重要社会分割性制度的存
在，社会转型对本地人与流动人口的信任结构产生了不同影响。
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户籍制度是他们改善自身生活的阻碍，将其禁锢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扩大

了与本地人的收入差距，使其难以真正融入城市［21］。信任的产生往往需要以长期的交往为前提，户
籍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割使得流动人口很难在居留地定居，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也难以维系，信任水平

就会降低。作为一种重要的分割性制度［22］，户籍对于流动人口有着诸多歧视性规定。而信任是对
过去生活经验的一种总结［23］。难以从社会转型中获得与本地人同样的收益而产生的被剥夺感，以
及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来自本地人的歧视都会降低流动人口的一般信任。一般信任的降低往往会给
特殊信任留下更多的空间，使得个体更加依赖、信任身边的强关系。
对于本地人来说，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使其获得了相对于流动人口更多的收益。由于受到户

籍制度的保护，他们也无须担心像外来人口那样受到种种歧视。在过去的生活中受到的公正和慷慨
对待也使他们更容易拓展信任半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使得本地人获得了更多的了解外地人的
机会，并通过与外地人交往来扩大自己的交往半径进而提升自己的一般信任。一般信任的提升则会
侵蚀特殊信任存在的空间。
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 本地人与外地人信任结构的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模式。3a: 相对于

2005年，2015年本地人的一般信任程度更高，特殊信任更低。3b: 相对于 2005 年，2015 年流动人口
的一般信任程度更低，特殊信任更高。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 一) 数据

本文微观层面的数据主要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所发布的 2005 和 2015 年的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始于 2003 年，是我国最早、最权威的全国性、综合
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历年的资料都包括了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外所有的省级行政
单位。为了更好地考察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特征，CGSS2015专门设计了“十年回顾”这一板块，该
模块中的题目与 CGSS2005完全一致，其中正好涉及了有关信任的诸多问题，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
大的方便。
宏观层面的数据主要涉及各省区流动人口数量，主要来自 2005 和 2015 年的全国 1%人口抽样

调查资料。这两个数据库都来自权威机构且被各个领域的学者反复使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基于本文的研究问题，对数据集进行了如下处理: 首先将 CGSS2005 和 CGSS2015 中相同的问题抽出
来，然后将两个数据库合并成为 CGSS2005—2015，并剔除数据库中信任问题拒答和缺失的样本; 然
后按照省份变量将 CGSS2005—2015数据库与 2005和 2015年各省份人口数据进行匹配。本文最终
得到样本量 20116个，涉及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外 31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
( 二) 变数与操作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个体的信任结构，包括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以往大多数研究在测量一般信
任时都会采用“总体而言，您认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吗”这一单题测量法，这一测法来自罗
森伯格［24］，因其简洁、高效、规范的优势而被广泛运用。但这一测法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简洁的
同时往往伴随着信息的缺失; 二是人们如何理解“绝大多数人”这一概念，由于社会、文化等差异，不
同国家、地区的被调查者观念中的“绝大多数人”会有不同的指代对象。有些人认为绝大多数人是指
亲戚、朋友，有的被访者则会联想到陌生人。高学德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理解的绝大多数人与熟
人有较高的关联［25］。鉴于此，本文借鉴唐有财［26］、高学德［27］、王绍光［28］等人的研究，以因子分析的
方式从一些具体的观测指标中提取不同的信任因子来测量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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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GSS2005和 2015中，调查者都以量表的形式询问了被访者完全相同的一组问题，即“在不直
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 /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 a) 邻居; b)
( 城镇的) 远邻 /街坊或( 乡村) 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 c) 同村的同姓人士; d) 同村的非同姓人士; e) 亲
戚; f) 同事; g) 交情不深的朋友 /相识; h) 老同学; i) 在外地遇到的同乡( 以同市或同县为界限) ; j) 一
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等业余活动的人士; k) 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 l) 一起参加社会活动 /公益
活动的人士; m) 陌生人”。这些问题的选项依次为: 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
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和无法回答。
本文对该量表做了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统计规则，提取两个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

包括: a) 邻居; b) ( 城镇的) 远邻 /街坊或( 乡村) 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 c) 同村的同姓人士; d) 同村的
非同姓人士; e) 亲戚; f) 同事; g) 交情不深的朋友 /相识; h) 老同学。可以发现，这一公因子涉及的群
体都是与个人关系较为亲密的对象，可以将其命名为特殊信任。
第二个公因子包括: i) 在外地遇到的同乡( 以同市或同县为界限) ; j) 一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

等业余活动的人士; k) 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 l) 一起参加社会活动 /公益活动的人士; m) 陌生
人。这一公因子涉及的信任对象都是与个人关系较远的群体，可以命名为一般信任。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包括时间、个体所在省区的流动人口数量、户籍等。对于时间这一变量，本文

建构了调查年份的虚拟变量，具体而言，2015 年的调查对象赋值为 1，2005 年的调查对象赋值为 0。
个体所在省区的流动人口数量则通过统计人户分离数来测量。流动人口是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迁
移，目前学术界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这一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流动，无论

其流动是短期的抑或是长期的。在 2005 和 2015 的全国 1%人口调查中，通过调查户籍不在居住地
的人口数量来测量各个地区的流动人口数量。户籍则通过询问被调查者的户口所在地来测量。如
果被调查者的户籍就在调查所在地，则被命名为本地人，赋值为 1; 反之，如果被调查者的户籍不在调
查地，则被命名为流动人口，赋值为 0。
以往的众多研究证明，居民的个体特征对于民众的一般信任具有重要影响。主要包括个人的性

别( 男= 1，女= 0) 、年龄、民族( 汉= 1，其他= 0) 、婚姻( 未婚= 1，其他= 0) 、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 1，
大专以下= 0) 、居住地( 城市= 1，农村= 0) 政治面貌( 党员= 1，其他 = 0) 、收入水平( 取对数) 、社会地
位自评( 与您的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地位怎么样? 答案为较高 = 1，差不多 = 2，较低 = 3。为
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答案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自评社会地位越高) 等。因此，本文也将这些变
量纳入到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信息见表 1。
( 三) 分析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主要是描述性分析、多层线性回归模型( HLM) 以及混合线性回归模
型( pooled OLS) 。本文首先使用描述性分析来对比 2005 年和 2015 年调查对象在 13 个具体信任对
象上得分的差异以验证研究假设 1; 接着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人口流动对于两种不同信任
的作用以检验研究假设 2; 最后，通过混合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 2005到 2015年间本地人和外地人信
任水平的变化来检验假设 3。之所以采用混合线性回归模型而非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是因为数据
本身的限制。
对于时间序列或者面板数据的分析，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显然更具有说服力。本文所使用

的数据虽然也是两个时间点所采集的，但是由于两次调查的对象并不是同一批人，这就造成了个体

之间不可比的问题，因而传统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无法使用。因此，我们只能把合并后的数据当
作截面数据来分析，但是由于时间这一虚拟变量的存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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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描述性信息

变数 均值 /比例 标准偏差
特殊信任 －0. 675 0. 937
一般信任 0. 218 0. 923
流动人口数量 129579. 800 110371. 000
是否本地人( 是) 0. 840 0. 368
年份( 2015) 0. 484 0. 499
年龄 47. 226 16. 020
性别( 男) 0. 520 0. 490
居住地( 城镇) 0. 588 0. 492
民族( 汉) 0. 930 0. 253
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 0. 052 0. 222
政治面貌( 党员) 0. 108 0. 311
婚姻( 未婚) 0. 184 0. 387
个人年收入( 对数) 9. 116 1. 333
社会地位自评 1. 710 0. 564

三、主要研究发现

( 一) 转型期间社会信任变迁的描述性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 2005至 2015 十年间信任变化状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表 2
展示了被调查者在 2005年和 2015年对于不同信任对象的得分，分值越高表明信任程度越高。

表 2 2005—2015年社会信任的变迁状况

2005 2015 变化
近邻 4. 04 3. 90 下降
远邻 /街坊或同村村民 3. 67 3. 50 下降
同村的同姓人士 4. 05 3. 62 下降
同村的非同姓人士 3. 83 3. 43 下降
亲戚 4. 37 4. 24 下降
同事 3. 89 3. 70 下降
交情不深的朋友 3. 09 2. 92 下降
老同学 3. 83 3. 71 下降
在外地相遇的同乡 3. 03 3. 16 上升
一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等业余活动的人士 3. 09 3. 18 上升
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 2. 96 3. 04 上升
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人士 3. 19 3. 27 上升
陌生人 1，83 1. 94 上升
注: 所有信任对象的得分均进行了独立样本 T检验，且结果在 0. 001水平上显著

从表 2可以看出，与 2005年相比，2015年中国人对于代表强关系的近邻、远邻、同村人士( 无论
同姓与否) 、亲戚、同事、朋友、老同学的信任都呈现出一种下降趋势。而对于代表弱关系的外地遇见
的同乡，一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等业余活动的人士，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一起参加社会或公
益活动的人士以及陌生人则表现出了更高程度的信任。因此，整体而言，2005—2015 年间中国人的
信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信任在上升，特殊信任在下降。但这一变化是否存在户籍差异还需
要下文更深入的分析。
( 二) 人口流动与信任结构的变迁

本文以前文因子分析所提取的两个公因子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为因变量，将分别代表个人层次

与省级层次的变量共同纳入模型来考察人口流动对于信任结构变迁的影响。其中，模型 1、2 的因变
量为一般信任，模型 3和 4的因变量为特殊信任。模型 1中同时纳入了控制变量与人口流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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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模型 1的基础上纳入了年份这一虚拟变量来控制时间效应。模型 3则主要考察人口流动对于特
殊信任的影响，模型 4在模型 3的基础上加入了年份这一虚拟变量。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3 人口流动与信任结构变迁

模型 1( 一般信任) 模型 2( 一般信任) 模型 3( 特殊信任) 模型 4( 特殊信任)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个
人
层
次

省
级
层
次

性别( 男) －0. 024 0. 015 －0. 025 0. 015 0. 013 0. 012 0. 014 0. 012
居住地( 城镇) 0. 045* 0. 019 0. 042* 0. 018 0. 113＊＊＊ 0. 015 0. 112＊＊＊ 0. 015
教育程度( 大专) 0. 003 0. 002 0. 005* 0. 002 0. 003* 0. 001 0. 001 0. 0018
收入( 取对数) 0. 018* 0. 008 0. 010 0. 008 －0. 010 0. 006 －0. 004 0. 006
年龄 0. 001* 0. 005 0. 001* 0. 0005 0. 0002 0. 0004 0. 0002 0. 0004
地位自评 0. 07＊＊＊ 0. 0135 0. 07＊＊＊ 0. 0135 0. 067＊＊＊ 0. 0109 0. 067＊＊＊ 0. 0109
民族( 汉族) 0. 013 0. 032 0. 019 0. 032 －0. 058* 0. 026 －0. 0647* 0. 0259
婚姻( 未婚) 0. 049* 0. 019 0. 044* 0. 0198 －0. 034* 0. 0159 －0. 031 0. 0159
政治面貌( 党员) 0. 020 0. 024 0. 018 0. 024 0. 066＊＊ 0. 019 0. 069＊＊＊ 0. 019
年份( 2015) 0. 077＊＊ 0. 032 －0. 102＊＊ 0. 030
流动人口数量 0. 0108＊＊＊ 0. 0016 0. 007＊＊ 0. 0020 －0. 072＊＊＊ 0. 016 0. 0059 0. 0268
常数项 1. 630＊＊＊ 0. 106 1. 686＊＊＊ 0. 108 5. 322＊＊＊ 0. 184
层一样本量 16834 16834 16834 16834
层二样本量 31 31 31 31
Loglikelyhood －22937. 18 －22934. 374 －19529. 654 －19524. 375
注: * p＜0. 05;＊＊P＜0. 01;＊＊＊P＜0. 001

表 3展示了在控制个人层次变量后时间效应与人口流动对于信任结构的影响。控制变量方面，
由模型 1可知居住在城镇、收入高、年龄大、地位自评高的个体，一般信任水平更高。这应该是因为
一方面这些人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应对他人失信的能力更强，更敢于相信他人; 另一方面他们大多

是社会转型中的受益者，更有可能受到公正和慷慨的对待，在过去生活中的正面经历更容易使个体

信任他人。从模型 3可知，居住在城镇、教育程度较高、较高的地位自评、党员身份都有利于提高个
体的特殊信任水平。这些因素的共同特征即在于表征着较多的社会资本。可见社会资本多的人无
论特殊信任还是一般信任都具有较高的水平。
在核心自变量方面，首先看时间效应。由模型 2 可知，相对于 2005 年，2015 年中国人的一般信

任水平要高出 7. 7%，且统计结果在 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模型 4则表明，相比于 2005年，2015年
中国人的特殊信任水平要低 10. 2%，且统计结果在 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与前文的描述性分析
结果一致，本文可以验证研究假设 1，即在不考虑户籍因素的情况下相对于 2005 年，在 2015 年中国
人的信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特殊信任水平更低，一般信任水平更高。
在人口流动方面，由模型 1 可知，个体所在省份的流动人口规模越大，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越

高，且统计结果在 99. 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效应，统计结果
依然显著。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口流动可以改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个体所在地区流动人口越
多，其一般信任水平越高。可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有利于来自不同群体与地区的人处于同一空间，
为不同背景的人相互交流与熟悉提供了可能性，而信任来自熟悉。因此，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而言，人
口流动可以提升一般信任。
流动人口对于特殊信任的影响方面，从模型 3可知，个体所在地区的流动人口越多，其特殊信任

水平越低。但是当本文在模型 4中加入年份这一虚拟变量以控制时间效应后发现，人口流动对于特
殊信任的影响不再显著。这说明特殊信任的削弱与人口流动的增加都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二
者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个体所在省区流动人口的增多只能提升个体的一般信任。
综上，表 3的四个模型表明，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人的信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流动在

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人口流动只能改变人们的一般信任，且这一变化是否存在户籍差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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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分析。
( 三) 户籍与信任结构的变迁

本研究依据被调查者是否拥有本地户籍将研究对象区分为本地人与流动人口，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混合线性回归来考察户籍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割是否会对本地人与流动人口的信任结构变迁产生

不同的影响。其中模型 5 纳入控制变量以及年份和是否拥有本地户籍两个核心自变量考察二者对
于一般信任的主效应。模型 6在模型 5的基础上纳入户籍与年份的交互项以考察户籍的调节效应。
模型 7与模型 8的因变量为特殊信任，其中模型 7只纳入控制变量与核心自变量，模型 8在模型 7的
基础上纳入交互项。具体结果见表 4。

表 4 户籍与一般信任的变迁

模型 5( 一般信任) 模型 6( 一般信任) 模型 7( 特殊信任) 模型 8( 特殊信任)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性别( 男) －0. 013 0. 027 －0. 012 0. 027 －0. 090＊＊ 0. 027 －0. 099＊＊ 0. 027
教育程度( 大专) 0. 016＊＊ 0. 005 0. 016＊＊ 0. 005 －0. 013＊＊ 0. 005 －0. 013＊＊ 0. 005
收入( 取对数) 0. 040＊＊ 0. 013 0. 040＊＊ 0. 013 －0. 078＊＊＊ 0. 013 －0. 077＊＊＊ 0. 013
年龄 0. 003＊＊ 0. 001 0. 003＊＊ 0. 001 －0. 002* 0. 001 －0. 002* 0. 001
地位自评 －0. 045 0. 026 －0. 044 0. 026 －0. 144＊＊＊ 0. 025 －0. 144＊＊＊ 0. 025
民族( 汉) －0. 179＊＊ 0. 052 －0. 181＊＊ 0. 052 －0. 079 0. 050 －0. 080 0. 050
婚姻( 未婚) 0. 009 0. 036 0. 008 0. 048 －0. 114＊＊ 0. 036 －0. 115＊＊ 0. 035
政治面貌( 党员) 0. 077 0. 047 0. 077 0. 048 0. 095* 0. 046 0. 095* 0. 046
年份( 2015) 0. 206＊＊＊ 0. 045 0. 135* 0. 055 －0. 529＊＊＊ 0. 043 －0. 747＊＊＊ 0. 212
户籍( 本地户籍) 0. 074* 0. 036 －0. 170 0. 114 0. 113＊＊ 0. 035 －0. 103 0. 209
2015X本地户籍 0. 050* 0. 022 0. 222 0. 213
常数项 －0. 560＊＊ 0. 163 －0. 284 0. 203 1. 655＊＊＊ 0. 157 1. 969＊＊＊ 0. 257
样本量 4554 4554 4554 4554
调整后 Ｒ的平方 0. 025 0. 026 0. 128 0. 0128
注: * p＜0. 05; ＊＊p＜0. 01; ＊＊＊p＜0. 001

图 1 调节效应图

由表 4 可知，本地人与流动人口的信任结构变迁具有不同的特征。首先来看一般信任的变迁。
由模型 5可知，与 2005年相比，2015年中国人一般信任水平更高，且统计结果在 99. 9%的置信水平
上显著。户籍方面，本地人的一般信任水平要比流动人口高出 7. 4%，且统计结果在 95%的置信水平
上显著。模型 6显示，年份与户籍的交互项在 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拥有本地户籍的人在 2015 年
的一般信任水平更高。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交互效应，图 1 展示了年份、户籍与一般信任的边际效
应图。
由图 1可知，2005—2015年间，本地人的一般信任水平在不断提高，而流动人口的一般信任水平

在不断降低，且结果在 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 3a、3b均得到部分验证。
特殊信任的变迁呈现出与一般信任不同的趋势。由模型 7可知，相对于 2005年，2015 年中国人

的特殊信任水平呈下降趋势且统计结果在 99. 9%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本地人的特殊信任水平要高于

流动人口。模型 8显示，户籍与年份的交互项并不
显著，说明本地人与流动人口在特殊信任的变化方

面并无差别。在 2005 到 2015 年间二者的特殊信
任都呈不断下降趋势。
综上，由表 4可知，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本地人

与流动人口的信任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但变化的形

式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地人
的一般信任水平在不断升高，特殊信任水平在不断

411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3卷



下降。对于流动人口，无论是特殊信任还是一般信任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降低。这应该是因为
中国社会中人口流动基本上属于候鸟式迁徙，流动人口虽然在城市务工但其根并不在城市，流动经

历并没有帮助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建立新的关系、拓展交往半径，反而削弱了其与户口所在地的已有
关系，降低了其特殊信任。
对于本地人而言，由于占据户籍的优势，他们更有可能受到城市公平对待，也更有可能从社会转

型中获益，这些都有利于一般信任的发展。借助户籍制度的庇护，本地人并不需要担心外地人抢走
自己的优势资源，在这一情况下，与外地人接触可以使得本地人拓展交往半径，增加对于流动人口的

了解进而促进其一般信任水平提高。因此，户籍作为一种社会分割制度在社会转型期间对人们的信
任结构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社会转型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一方面，现代化可以促进资源
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巨大的流动人口也成为工业城市兴起的一个标志［29］。另一
方面，社会转型期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于人们走出熟悉环境进入陌生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交往
模式的变化、交往范围的扩大改变了人们的信任结构。然而，户籍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割却使得人口
流动对于信任结构的重塑存在城乡差异。
首先，人口流动可以改变人们的信任结构，具体表现为个人所在省份的流动人口越多，其一般信

任变化越大。当前中国社会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人口流动为人们走出熟人社会进入更广阔
的社会情境提供了契机。交往模式的改变会对一般信任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可以拓展个
人的交往半径，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其他人而增强一般信任，另一方面也会增加社会网络中的短暂性

关系，加强交往后果的不确定性而削弱一般信任。究竟哪一种效应起作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
户籍，前者更多地体现在本地人中，后者更有可能作用在流动人口身上。但无论哪一种效应都为改
变信任结构提供了可能。
其次，中国人信任结构的变迁存在户籍差异。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们的一般

信任水平会不断提高，特殊信任会不断下降。然而，本文却发现这一论断其实忽略了中国独特的户
籍制度所造成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性分割制度，拥有户籍与否决定了个体在现代化中受益的多
寡，对其信任结构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具体而言，在 2005至 2015 年间，本地人的一般信任水平在不
断提高，特殊信任水平在不断下降。流动人口的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在这些年间都在不断下降。由
于预期无法长期居留在打工地，流动人口就缺乏在当地培养社会资本的动力。再加上可能受到的来
自本地人的歧视，流动人口往往倾向于聚居在一起。这就造成流动人口的交往半径并没有因流动经
历而得到拓展，反而因为长期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削弱了其与家乡已有关系的强度。
信任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30］，帮助人们在风险社会获得安全感。社会转型与人口流

动有利于中国从传统的封闭社会走向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促进特殊主义道德原则向普遍主义转

变。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一进程。人口流动带来的交往模式变化促进了
人们信任结构的变迁，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信任来源于社会交往。持续的互动、可重复的博弈对于信
任的建立和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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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multi-level fluctuation of the pendulum effect in stock market，and this feature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different window selection methods，stock types and ranking periods． However，the sudden change of the acceleration factor
causes the pendulum effect to be non-profit．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ock market pendulum effect determine that it has
two facets． Individual investors，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regula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stock
market pendulum effect．
( 10)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change of trus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 2005—2015) HAN Yan-chao ·108·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 CGSS) in 2005 and 2015 and a sampling survey of 1% the
Chinese population，the paper uses multi-layer linear regression and mixed linear regression to explore how population
mobility has reshaped the trust structure of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decade from 2005 to 2015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paper finds that population mobility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has changed
people’s interaction patter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change of trust structure． However，due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this change has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the local and mobile populations． Compared with 2005，the
general level of trust of locals went up and the special trust declined in 2015，while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trust of the mobile
population both showed a declining trend during the decade． The literature which argued that modernization has promoted
structural changes in trust ignores the unique role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plays．
( 11) This is not a simple plum blossom: the generation of the paintings and inscriptions of the Meihua Xishen Pu

SHEN Ya-dan ·117·
The Meihua Xishen Pu，or Luck God Composition for Plum Blossom，is the first poetic and pictorial atlas in China． It was

composed by Song Boren，a poe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book presents how plum blossoms from sprouting to dying
with one hundred paintings． The author named the plum blossom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stages of blossoming and their
postures，such as plants，ritual vessels，historical events，and animal organs，and then“inscribed them with ancient
rhythms”． The verses are often not about plum blossoms，but about the named objects，and most of them are attributed to
Confucian morality and righteousness． In this process，the plum blossoms are repeatedly altered and obscured，and the
concept they represent，even the image they were intended to carry，disappear in the process of difference． The image of the
plum blossoms in visual perception is first perceived as something similar in form，and is presented as an image and named
after“what it resembles”． Then，the names or the named objects are incorporated into five-word poems full of allusion，
teachings and doctrines． The unique value of the book lies in the connection and concealment of the plum blossom with the
images of other objects，the juxtaposition and cleavage of the paintings and the inscriptions．
( 12) The two-dimensional express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in modern cities WANG Qian ·124·

Modern city as we know it is a combination of technical presentation and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However，technology
follows its own logic in presenting modern cities，and art follow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expressing modern cities． Thus，
modern cities are to a certain extent caught in the logical vortex created by technology and art． The key is to be aware of and
reflect on this logical vortex，and to get out of it． On this basis，we can develop a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cities，and
construct more desirable modern cities．
( 13) Meaning in pictures: the form，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illustrations of the Tianwen

LUO Jian-xin ·130·
Most researchers have put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ianwen ( Heavenly Questions by Qu Yuan，a poe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to words，and their writings have taken the form of textual annotations． Xiao Yuncong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Men Yingzhao of the Qing Dynasty brought illustrations into this field． Their formatting took the form of“texts on
the left and pictures on the right”． These well-documented pictures were combined and connected in a non-linear and multi-
dimensional manner that went beyond time and space． In terms of its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the illustrators were dedicated
to making people understand the gains and losses，and the peace and the chaos． The illustrations enhanced the influence of
Tianwen among the public and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expanded the aesthetic horizons of those who annotated and read the
poem，and enriched the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which proved to be a valuable asset in many
aspects．
( 14) From individual imagination to collective memory: the“shimmer of memory”in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and the Great Influenza of 1918 WANG Mi ·138·

The Great Influenza of 1918 is still“remembered”by some though has been“forgotten”by many． The collections of three
short novels including Pale Horse，Pale Ｒider preserve the painful traumatic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s in the Great Influenza
through the autobiographical literary writing． As the most important witness of the Influenza，these individual memories
dormant in literary imaginations have been brought back to life due to the outbreak of another pandemic and accordingly
become the source of collective remembrance of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eat Influenza from individual
imagination to collective memory provides insight for us: to achieve collective remembrance of pandemics，we should follow a
bottom-up way instead of a top-down way，which means that individual traumatic writings take precedence over grand
narratives．Only in doing so can the past experience serve as a guide for the future，if not forgotten．


